
ＧＤＰ 核算改革何以影响地方财政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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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１５年，我国ＧＤＰ核算改革明确将“财政八项支出”纳入ＧＤＰ核
算中。基于预算间断－均衡理论，以２００８—２０１９年２３７个地级市作为研究样
本，运用测量间断性变化的ＭＡＤ方法和多组中断时间序列（ＩＴＳ）模型，论文
考察了ＧＤＰ核算改革对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及其机制。因果关系识别的结
果显示，受ＧＤＰ核算改革的影响，２０１５年之后“财政八项支出”比重增长率的
右尾概率呈现出“均衡—间断—均衡”的变化，符合间断－均衡理论提出的
“突发间断”与“长期均衡”。作用机制的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八项支出”间
断性增长是ＧＤＰ核算改革产生的冲击和“生产性支出偏向”这一既有的制度惯
性综合作用的产物。研究表明，我国地方财政支出间断性增长的实质是地方政
府利用ＧＤＰ核算改革做大其ＧＤＰ。国家虽然确立了新发展理念，但地方政府
“唯ＧＤＰ”导向的财政支出模式惯性并未得到根本扭转。为引导地方政府落实新
发展理念，需要建立、完善相关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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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１５年，为了统一和规范地区季度ＧＤＰ核算方法，国家统计局按照《季度
地区生产总值核算方案》（国统字〔２０１５〕３２号）的规定，将原核算程序中非
营利性服务业增加值中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增长速度”“其他营利性服务业从
业人员增长速度”和“工资总额增长速度”，改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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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合计的增长速度，这八项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公共安全支出、
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节能环保支出及城乡社区支出（下文简称为“财政八项支出”）。２０１７年７月，
国务院正式颁布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２０１６）》，这一新的核算体系区分
了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实际最终消费和实物社会转移等概念，并明确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涵盖国家安全和国防、行政管理、维护社会秩序、环境保护、医疗卫
生、养老、教育、文化娱乐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①，这与２０１５年核算改革
涉及的“财政八项支出”基本重合。本文将上述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７年两次ＧＤＰ核
算方法和口径的调整统称为ＧＤＰ核算改革。

无独有偶，从２０１５年开始，各地纷纷出现“财政八项支出”增长的现象，
不少地方政府甚至出台了加快“财政八项支出”进度的政策②。如图１所示，
２００７—２０１５年间，我国２３７个地级市的“财政八项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的比重整体上逐年下降，但在２０１５年以后快速提高，形成了明显的“Ｖ”字形
格局。特别地，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７年的支出比重均值置信区间相较于前一年均没有
任何重叠，形成了明显的“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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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我国２３７个地级市的“财政八项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比重的时间趋势
注：实线表示均值的时间趋势线，虚线表示均值加减１ ９６１个标准差所形成的置信区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各地级市财政预决算报告和统计年鉴数据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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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２０１７年《国务院关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２０１６）的批复》（国函〔２０１７〕
９１号）中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２０１６）》。

例如，从２０１５年山东省青岛市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快财政支出进度的通知》（青
财预〔２０１５〕１８号），２０１６年江苏省淮南市政府网站，２０１７年湖北省安陆市预算执行报告，
２０１８年内蒙古额尔古纳市政府网站，２０１９年安徽省池州市和２０２０年内蒙古乌海市统计局网
站，以及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江苏省徐州市丰县等县政府网站等，都能查阅到明确提出要
加快“财政八项支出”进度的说法或相关文件。



以上变化能否说明“财政八项支出”具有间断式增长的特征？而且，“财政
八项支出”被纳入ＧＤＰ核算与其比重由降转升在时间节点上完全重合，这是否
意味着“财政八项支出”的增长趋势是由ＧＤＰ核算改革所导致的呢？如果是，
地方政府为什么要在ＧＤＰ核算改革后加大“财政八项支出”呢？本文将对这些
问题展开研究。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制度变革会改变政府决策的注意力分配和行为。就ＧＤＰ核算改革而言，《中

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２０１５》对研发支出实施了资本化处理，导致行政单位和非
营利事业单位总产出核算口径范围发生了变化，从而使得政府的关注焦点不再
是科技研发活动本身，而是如何通过研发支出资本化带来更高的ＧＤＰ增速（高
敏雪，２０１７；许宪春等，２０２０）。此外，《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２０１６》将自然
资源实物量核算表延伸到资源环境核算，包括自然资源核算、环境保护支出核
算和污染物排放核算，探索建立了绿色ＧＤＰ核算制度。随着其逐渐完善，地方
政府会更加注重兼顾短期经济发展与长期可持续发展（朱婧等，２０１２）。

政府决策注意力分配的调整会通过政府财政支出的变化得到反映（陈那波、
张程，２０２２）。在美国，公众表达的支出偏好和支出倡议者的施压导致了国会注
意力分配的变化，进而带来财政支出的变动（Ｍｏｒｔｅｎｓｅｎ，２００５）。在我国，地方
政府的注意力分配与地方财政支出的间断变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由于
受到决策者注意力和体制摩擦的共同影响，地方环保支出呈现间断均衡的特点
（邝艳华，２０１５）。又如，地方领导人任期越长，与制度惯性的摩擦越大，财政
支出越呈现间断均衡的特点。且地方新任官员在经济建设支出方面，更加倾向
于“力争全国之上游”（姚东，２０２０）。再如，所得税分享改革缩减了地方政
府的可支配财政收入，使其面临更大的财政压力，而不得不重视减缓支出增长，
从而降低了预决算支出的间断性（李文钊等，２０２１）。

可见，制度性因素的变化会改变地方政府的决策注意力而使其财政支出行
为发生变化。关于财政支出间断－均衡的已有研究虽然比较丰富，但存在以下
不足：首先，许多文献停留在描述财政支出是否存在间断变化的层面，少有研
究对导致财政支出间断变化的因素进行因果识别；其次，多数研究忽视了间
断－均衡模式最为核心的“厚尾”变化特征，未能准确衡量“间断”变化；最
后，对制度改革的冲击如何导致间断性变化的机制缺乏考察。为弥补现有研究
的不足，本文选择我国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应用能够精准测量间断变化的
ＭＡＤ方法和基于准实验设计的ＩＴＳ模型，考察制度变化对于地方财政支出决策

·３６·

ＧＤＰ核算改革何以影响地方财政支出？◆



的影响效应，并揭示其作用机制。
（二）研究假设
对于政府预算决策过程，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模型进行解释（Ｊｏｎｅｓ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８； Ｊｏｈｎ ＆ Ｍａｒｇｅｔｔｓ， ２００３； Ｍｏｒｔｅｎｓｅｎ， ２００５； 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６；曹堂哲、郝宇华，２０２０）。其中，间断－均衡理论提出的外部变化引起了
决策者注意力的转移而克服了制度惯性，导致政策呈现变化的观点被引入预算
领域，成为解释政府预算决策变化的重要理论。间断－均衡理论认为，政策子
系统中政策垄断的“负反馈作用”维持着政策的渐进式变迁，而外部环境的动
员和冲击则发挥着“正反馈作用”，不断提高议程设置进入到宏观政治系统的可
能性，进而促进政策的间断式改变（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 ＆ Ｊｏｎｅｓ，１９９１）。

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一直作为对我国地方官员晋升的主要考核指标，导致
地方政府之间围绕增长而展开“晋升锦标赛” （Ｌｉ ＆ Ｚｈｏｕ，２００５）。在此背景
下，当“财政八项支出”被纳入ＧＤＰ核算中后，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增长绩
效，地方政府的注意力必然转向“财政八项支出”涉及的领域，从而引起支出
发生变化。这一变化既有可能表现为循序渐进式的增长，也有可能具有突发的
间断增长特征。由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Ｈ１ａ：ＧＤＰ核算改革促使地方政府增加“财政八项支出”，这种变化属于间
断性变化。

Ｈ１ｂ：ＧＤＰ核算改革促使地方政府增加“财政八项支出”，这种变化属于渐
进性变化。

根据间断－均衡预算理论，只有当外部冲击克服原有的制度惯性时，政策
才会表现出间断变化（Ｊｏｎｅｓ ＆ 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２００５）。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后，为
了追求经济增长，我国地方政府逐渐形成了“生产性支出偏向”（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５；张宇，２０１３），它意味着地方政府偏好于把财政资源更多地投入生产性领
域，且不愿改变这种预算支出模式。根据间断－均衡理论，制度惯性是制度结
构抗拒变化所表现出的稳定倾向（Ｊｏｈ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据此，本文将地方政府
的“生产性支出偏向”视为制度惯性。

在“财政八项支出”中，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反映的是城乡社区道路、桥涵、
燃气、供暖、公共交通、道路照明等公共设施建设的维护与管理支出①，除这项
支出属于生产性支出以外，其他几项支出均为非生产性支出。ＧＤＰ核算改革使得
地方政府为追求ＧＤＰ增长而增加“财政八项支出”，因其大部分为非生产性支出，
从而就会挑战“生产性支出偏向”这一既有的制度惯性。当“财政八项支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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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２００６年２月１０日颁发的《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方案的通知》（财
预〔２００６〕１３号）。



现出间断增长特征时，说明改革克服了制度惯性，而若“财政八项支出”仅为渐
进增长时，则说明制度惯性难以被克服。由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Ｈ２ａ：ＧＤＰ核算改革会克服原有的“生产性支出偏向”这一制度惯性。
Ｈ２ｂ：ＧＤＰ核算改革并未克服原有的“生产性支出偏向”这一制度惯性。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与实证模型
１ ． ＧＤＰ核算改革与“财政八项支出”间断性变化的因果关系识别
本文将利用中断时间序列（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ｅｄ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以下简称ＩＴＳ）模型，识

别ＧＤＰ核算改革与“财政八项支出”的间断性变化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ＩＴＳ方法最早是由Ｂｏｘ和Ｔｉａｏ （１９７５）提出的，Ｌｉｎｄｅｎ等（２００３）以及

Ｌｉｎｄｅｎ和Ａｄａｍｓ （２０１１）随后应用该方法估计结果变量在政策处理前后的确定
性趋势，以评价政策的平均处理效应。这一模型可以检验两类变化，即政策干
预时的瞬时处理效应和政策干预后结果变量的趋势变化。目前，ＩＴＳ也被国内学
者应用于教育改革（哈巍、邱文琪，２０１９）和预算执行管理（於莉、王秋石，
２０２１）等多个领域。

根据是否存在对照组， ＩＴＳ 可以分为单组（ｓｉｎｇｌｅｇｒｏｕｐ）模型和多组
（ｍｕｌｔｉｇｒｏｕｐ）模型。为检验研究假设Ｈ１ａ和Ｈ１ｂ，本文将以“财政八项支出”
的间断性变化ＭＡＤＥＸＰｔ作为被解释变量，以ＧＤＰ核算改革的两个年份———２０１５
年和２０１７年作为政策干预间断点，分别用Ｘ２０１５和Ｘ２０１７表示，干预前的年份取值
为０，干预当年及其以后的年份取值为１。同时，参考Ｌｉｎｄｅｎ和Ａｒｂｏｒ （２０１５）
的研究，使用迭代方式寻找对照组的方法，首先，将时间趋势Ｔｔ 设置为１，２，
３……；其次，分别将交通运输、农林水事务和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①等
“八项以外的财政支出”作为对照组，进行多组ＩＴＳ分析，最终，选择模型参数
β４、β５的Ｐ值大于０ ０５的财政支出作为对照组。具体模型如公式（１）所示。

ＭＡＤＥＸＰｔ ＝ β０ ＋ β１Ｔｔ ＋ β２Ｘｔ ＋ β３ＴｔＸｔ ＋ β４Ｚ ＋ β５ＺＴｔ ＋ β６ＺＸｔ ＋ β７ＺＴｔＸｔ ＋

β８Ｃｏｎｔｒｏｌｔ ＋ ε ｔ （１）
其中，ε ｔ为随机扰动项，ｃｏｎｔｒｏｌ表示控制变量。Ｔ表示时间趋势变量，Ｘ表

示Ｘ２０１５和Ｘ２０１７两个政策干预间断点，与Ｔ形成交互项ＴＸ。Ｚ为政策干预个体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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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连续性和完整性等方面原因，本文在八项之外的财政支出中
仅整理了这三类财政支出。



拟变量，对照组为０，实验组为１，并与Ｘ、Ｔ、ＴＸ形成交互项。本文最为关注
个体虚拟变量Ｚ及其与时间趋势项Ｔ的交互项ＺＴ，个体虚拟变量Ｚ与Ｘ２０１５和
Ｘ２０１７两个政策干预间断点的交互项ＺＸ和Ｚ、Ｔ、Ｘ三个变量交互项的系数。其
中，β４、β５的Ｐ值大于０ ０５表明对照组和实验组在政策干预前存在平行趋势，
而β６、β７分别表示实验组与对照组政策干预时的瞬时变化与干预后趋势变化的
显著差异。
２ ． ＧＤＰ核算改革导致“财政八项支出”发生间断性变化的作用机制检验
本文将我国地方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偏向”作为制度惯性，并对ＧＤＰ核算

改革是否能克服“生产性支出偏向”这一制度惯性从而导致间断变化的作用机
制进行检验。已有文献大多通过考察财政分权对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支出规模的
影响，来检验地方政府是否存在“生产性支出偏向”及其偏向的大小（张宇，
２０１３；张莉等，２０１８）。为此，本文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样本期内，通过
比较ＧＤＰ核算改革前和改革后财政分权对“财政八项支出”影响的差异，以揭
示“生产性支出偏向”的制度惯性是否被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７年两次ＧＤＰ核算改革
产生的冲击所克服。具体模型如公式（２）所示。

ＥＸＰｉｔｍ ＝ α０ ＋ α１ＦＩＳｉｔ ＋ β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λ ｔ ＋ ｕｉ ＋ ε ｉｔ （２）
其中，核心解释变量ＦＩＳｉｔ表示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水平。被解释变量ＥＸＰｉｔ

为ｔ期地级市ｉ的“财政八项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系数α１ 在改
革前表示财政分权对“财政八项支出”比重的影响，用以反映是否存在“生产
性支出偏向”这一制度惯性及惯性的大小。ＧＤＰ核算改革后，系数α１ 则表示
“生产性支出偏向”的制度惯性与ＧＤＰ核算改革的综合影响。如前文所述，由
于“财政八项支出”主要表现为“非生产性支出”的属性，在改革前的时期
内，如果存在制度惯性，那么系数α１ 应当是显著为负的。在改革后的时期，如
果α１不再显著为负，甚至由改革前的负转为正，那么说明ＧＤＰ核算改革产生正
向作用，且大于或是抵消了制度惯性的反向作用，从而导致“财政八项支出”
发生间断性增长；但是，如果改革后系数α１ 仍然显著为负，那就说明制度惯性
的负向作用没有被改革的正向作用所克服。另外，公式（２）中的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是控
制变量，λ ｔ，ｕｉ分别为时间和个体效应，ε ｉｔ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说明与样本选择
１ ． 被解释变量
（１）因果关系识别中的被解释变量。针对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Ｈ１ａ和Ｈ１ｂ，

本文将检验ＧＤＰ核算改革是否导致地方财政支出的间断性增长。在实证模型
（１）中，被解释变量为“财政八项支出”的间断性变化。本文基于以下考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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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展开对被解释变量的测量。
第一，考虑到ＧＤＰ平减和财政支出总体规模变化的影响，绝大部分文献采

用的是财政支出比重的年度增长率，而非支出的同比增长率（Ｃｈａｎ ＆ Ｚｈａｏ，
２０１６；李文钊等，２０２１）。为此，本文也将采用这一指标。

第二，度量预算支出变化间断性的常见方法主要包括比较峰度分析与正态
性检验与线性矩法峰度参数等方法。其中，相对于峰度Ｋ值（Ｋｕｒｔｏｓｉｓ）和偏度
Ｓ值（Ｓｋｅｗｎｅｓｓ）而言，线性矩法峰度参数Ｌ － Ｋ值更稳健一些，其值在０到１
之间。当其等于０ １２２６时，说明政策变迁符合正态分布，而一旦超过０ １２２６
则意味着存在间断过程，符合尖峰分布（Ｈｏｓｋｉｎｇ，１９９０）。

然而，计算线性矩法峰度参数Ｌ － Ｋ值并非最理想的方法。根据Ｌ － Ｋ值的
计算公式，当极值越多或者趋近于均值的数越多时，峰度系数越大；当趋近于
均值的小规模变化越多时，其离散水平会有所下降，这两种情况所代表的“厚
尾”或者“尖峰”都会使得Ｌ － Ｋ值增加。回归到理论本身，“厚尾”的变化是
间断－均衡预算支出模式区别于其他预算模式的关键特征（Ｐａｒｋ ＆ Ｓａｐｏｔｉｃｈｎｅ，
２０２０；Ｗｏｒｄｌｉｃｚｅｋ，２０２１）。根据“小概率、大规模”的要求，当“厚尾”的数
量和变化幅度短时间内大幅增加而后逐渐减小，表现出“均衡－间断－均衡”
的变化趋势时，预算变迁才符合间断模式（Ｆｌｉｎｋ，２０１７）。这说明，尖峰分布不
一定等同于间断变化，“厚尾”的界定才是检验是否存在间断变化的关键。

对于间断－均衡理论中呈现的尖峰分布，相对于其他基于均值和标准差的
计算方法，绝对离差中位数ＭＡＤ （Ｍｅｄｉａｎ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更加适合于计算
离群值。这是一种更稳健的计算离群值（ｏｕｔｌｉｅｒｓ）的非参数方法，可以最为准
确地度量间断－均衡理论中的“厚尾”变化（Ｗｏｒｄｌｉｃｚｅｋ，２０２１），如公式（３）
所示。其中，Ｍ 表示原数据的中位数，而离群值的临界范围则在（Ｍ －
３ＭＡＤ，Ｍ ＋ ３ＭＡＤ）之外。

( )ＭＡＤ ＝ ｍｅｄｉａｎ Ｘｎ － Ｍ （３）
本文根据公式（３）计算我国地方政府“财政八项支出”比重增长率的

ＭＡＤ值，并将大于Ｍ ＋ ３ＭＡＤ的离群值作为“财政八项支出”间断变化的
“右尾”，并计算“右尾”数量占全样本的比重，即“ＭＡＤ右尾”的概率。同
时，本文也将计算线性矩法峰度参数的Ｌ － Ｋ值，并将两种结果进行比较。基于
此，在采用ＩＴＳ方法检验因果关系时，将“财政八项支出”的“右尾”概率
ＭＡＤＥＸＰ设定为被解释变量。

此外，还将考察分类支出的间断性变化。如前文所述，参考童幼雏、李永
友（２０２１）的研究以及部分地级市政府预决算报告中的分类，将“财政八项支
出”分为维持性支出、社会性支出和经济性支出三大类。其中，维持性支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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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一般公共服务和公共安全支出，社会性支出包括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
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支出，经济性支出包括城乡社区支出。经济性、
社会性和维持性支出的ＭＡＤ “右尾”概率分别用ＭＡＤＥＸＰｐ、 ＭＡＤＥＸＰｓ 和
ＭＡＤＥＸＰｏ表示。

（２）作用机制检验中的被解释变量。针对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Ｈ２ａ和Ｈ２ｂ，
本文将对ＧＤＰ核算改革是否克服“生产性支出偏向”这一制度惯性的作用机制
进行检验。根据前文提出的实证模型（２），在作用机制检验中，被解释变量是
“财政八项支出”的规模，用“财政八项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
ＥＸＰ作为测量指标。
２ ． 解释变量
在因果关系的识别中，本文分别以Ｔ、Ｘ和ＴＸ分别代表时间变量、政策干

预时间虚拟变量以及二者的交互项。由于我国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７年两次ＧＤＰ核算
改革都涉及到了“财政八项支出”，本文以Ｘ２０１５作为第一个政策干预点的二分变
量（２０１５年以前为０，２０１５年以后为１），Ｘ２０１７作为第二个政策干预点的二分变
量（２０１７年以前为０，２０１７年以后为１）。

在作用机制的检验中，如上文所述，通过考察财政分权对财政支出比重的
影响，来检验地方政府“生产性支出偏向”的负向作用在ＧＤＰ核算改革后是否
依然存在。因此，财政分权是作用机制检验的解释变量。参考储德银和邵娇
（２０１８）的研究，将财政分权指标ＤＥＣ分为财政收入分权指标ＤＲＥＶ和财政支
出分权指标ＤＥＸＰ，计算公式如（４）所示。其中，ＭＲＥＶ和ＭＥＸＰ分别代表地
级市ｉ在第ｔ期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支出，ＰＲＥＶ和ＰＥＸＰ分别代表地级市所
在省的省本级ｊ在第ｔ期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支出，ＭＰＯＰ和ＰＯＰ分别表示地
级市ｉ和全省ｊ的常住人口。

ＤＲＥＶｉｔ ＝
ＭＲＥＶｉｔ ／ ＭＰＯＰｉｔ

ＭＲＥＶｉｔ ／ ＭＰＯＰｉｔ ＋ ＰＲＥＶｊｔ ／ ＰＯＰｊｔ

ＤＥＸＰｉｔ ＝
ＭＥＸＰｉｔ ／ ＭＰＯＰｉｔ

ＭＥＸＰｉｔ ／ ＭＰＯＰｉｔ ＋ ＰＥＸＰｊｔ ／ ＰＯＰｊｔ
（４）

３ ．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分为经济、财政和政治三类。经济类控制变量包括：滞后一期地

区生产总值增长率ＬＧＤＰＺ，滞后一期第三产业比重ＬＳＧＤＰ，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对数值ＬＵＩＣ，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对数值ＬＬＯＡＮ；财政变量包括：滞
后一期对应财政支出的比重ＬＥＸＰ和当期其他支出的增长率ＲＯＥ，“增营”两税
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ＳＨＡＲＥ，地方土地出让成交价款对数值
ＬＭＬＡＮＤ。对于经济和财政的部分控制变量，为了避免物价水平波动的影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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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为基期，采用ＣＰＩ进行了平减折算。政治类控制变量包括市委书记任期
变量ＭＳＥＣ。对于一年中１ ～ ５月上任的，将当年记为该官员任职的开始年份；
对于一年中６ ～ １２月上任的，则将下一年记为其任职的开始年份。另外还有地
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强度。参考缪小林等（２０１７）的研究，用各地级市的经济赶
超水平ＥＩＮＣ来表示。
４ ．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样本期设定为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的主要考虑是：２００７年我国开始实施政府收支

科目分类改革，从这一年开始可以获得统一口径的财政数据。２０２０年受到新冠
肺炎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波动较大，因此样本期截至２０１９年。样本数量方
面，本文剔除了北京、上海、重庆、天津四个直辖市和西藏自治区，以及其他
省份中的民族自治地区之后，整理得到了２８３个地级市数据。由于数据可获得
性等原因，实证分析中最终采用的截面样本为２３７个，保证了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各
主要变量数据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变量数据来源于公开的ＣＥＩＣ和ＥＰＳ数据库、历年各省市统计年鉴、《中国
国土资源统计年鉴》、国信房地产信息网土地市场库、《中国财政年鉴》、《中国
税务年鉴》、各地级市政府网站公布的党委书记履历、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等。主
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参见表１。

表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符号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财政八项支出”ＭＡＤ右尾概率 ＭＡＤＥＸＰ １２ ０ ０５７ ０ ０１０ ０ ０４５ ０ ０７６

　 “财政八项支出”比重 ＥＸＰ ３０８１ ０ ７１２ ０ ０６６ ０ ２６６ ０ ９５２

解释变量
　 时间虚拟变量 Ｔ １２ ６ ５００ ３ ６０６ １ ０００ １２ ０００

　 ２０１５年政策干预时间虚拟变量 Ｘ２０１５ １２ ０ ４１７ ０ ５１５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２０１７年政策干预时间虚拟变量 Ｘ２０１７ １２ ０ ２５０ ０ ４５２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财政收入分权 ＤＲＥＶ ３０８１ ０ ８０９ ０ １２５ ０ １０８ ０ ９８４

　 财政支出分权 ＤＥＸＰ ３０８１ ０ ８２４ ０ ０７５ ０ ４０８ ０ ９９３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实证分析及结果

（一）被解释变量———“财政八项支出”间断性变化的测量结果
首先，从“财政八项支出”的整体变化来看，如图２所示， “财政八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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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Ｌ － Ｋ值除２０１１年有明显提高之外，其余年份逐年下降。其中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Ｌ －
Ｋ平均值为０ ３００２，但是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０８—２０１９年三个时
期的均值，则分别为０ ２９７１、０ ２８９４和０ ２８３７。可见，如果采用Ｌ － Ｋ值度量间
断性，则说明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７年ＧＤＰ核算修订后“财政八项支出”大幅度比重变
化出现的概率有所减少，由此不能认定其出现了间断－均衡理论中的间断式变化。

然而，从２０１５年开始，“财政八项支出”的ＭＡＤ右尾数量呈现明显增长，
２０１８年后又逐渐减少。特别地，本文以２００８年的ＭＡＤ上限值作为衡量每一年
ＭＡＤ右尾离群值的标准，右尾数量在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所呈现的“先增长后减少”
的趋势更加明显。具体来看，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间，这一比重由０ ０７５９逐年下降
至０ ０４５２，在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间逐年提高至０ ０６４６，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再小幅
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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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９年“财政八项支出”比重变化率的Ｌ － Ｋ值与ＭＡＤ离群值
注：图中ＭＡＤ “右尾”表示大于Ｍ ＋ ３ＭＡＤ的比重变化率；图中Ｌ － Ｋ值和ＭＡＤ “右

尾”概率表示一定时间范围内多个年份的累计，适用于主坐标轴，其余指标适用次坐标轴；
图中非“财政八项支出”包括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交通运输支出和农林水事务支出。

资料来源：作者依照Ｌ － Ｋ和ＭＡＤ公式计算的结果自制。

其次，从维持性、社会性和经济性三类支出的情况来看，三类支出的Ｌ － Ｋ
值均明显大于０ １２２６，因此其预算变化都属于“尖峰分布”。但是２０１５年以
后，只有生产性支出的Ｌ － Ｋ值出现了明显的提高，而其他两类支出则呈现了不
同程度的缩减。若以Ｌ － Ｋ值作为度量“厚尾”的依据，那么社会性支出和维持
性支出都不符合间断性变化。但从ＭＡＤ右尾概率值来看，经济性和社会性支出
比重增长率的ＭＡＤ右尾比重从２０１５年开始显著提高，并在２０１７年以后保持稳
定、增幅减缓。同时，维持性支出虽然在２０１５年并未发生显著变化，但是２０１６
年ＭＡＤ右尾比重由０ ０３５３大幅提高至０ ０４８５，随后逐年下降。可见，三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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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ＭＡＤ右尾概率都在２０１５年以后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符合间断－均
衡理论提到的“厚尾增加”这一突发间断的特征，因而三类支出都呈现出间断
性变化①。

（二）ＧＤＰ核算改革与“财政八项支出”间断性增长的因果关系
１ ． 基准模型回归
首先，以２０１５年政策干预时间虚拟变量Ｘ２０１５作为ＧＤＰ核算政策冲击变量，

并通过迭代方法从“非财政八项支出”中确定了合适的对照组，纳入到多组ＩＴＳ
模型中，并且进行了相应的自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２中模型（１）所示。可以
看出，ＺＸ２０１５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２０１５年ＧＤＰ核算修订在当期就导致了
“财政八项支出”变化的ＭＡＤ右尾概率明显增加，发生了瞬时增长效应。另外，
受到２０１５年政策干预后，ＺＸ２０１５ Ｔ的影响系数为０ ０２８５，而Ｘ２０１５ Ｔ的系数并不
显著，说明２０１５年前后右尾概率的趋势变化转为显著增长。另外，Ｔ、Ｘ２０１５ Ｔ这
两个变量的影响系数都不显著，可以认为，２０１５年ＧＤＰ核算改革并未影响到对
照组———“八项以外的财政支出”的变化趋势。

表２　 基准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右尾概率ＭＡＤＥＸＰ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Ｘ２０１５ － ０ ０１１ －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１５

Ｘ２０１５ Ｔ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５

Ｘ２０１７ － ０ ０１２ － ０ １７０ － ０ ０１７

Ｘ２０１７ Ｔ －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１０

Ｚ ０ ３９２ ０ ３５１ ０ ３７３ ０ ３９１

ＺＴ － ０ ０１７ －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１６ － ０ ０１７

ＺＸ２０１５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４

ＺＸ２０１５ Ｔ ０ ０２９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１

ＺＸ２０１７ ０ ０５９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０

ＺＸ２０１７ Ｔ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２

常数项 ０ １４０ ０ １４１ ０ １３９ ０ １４１

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Ｙ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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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因篇幅原因，本文略去了２００８—２０１９年三类支出比重增长率的Ｌ － Ｋ值和ＭＡＤ右尾
的比重图，如读者感兴趣，可向作者索要。



被解释变量：右尾概率ＭＡＤＥＸＰ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观测值 ３６ ３６ ３６ ３６

最大滞后项 ０ ０ ０ ０

滞后一期Ｐ值 ０ ２６２ ０ １１８ ０ １５６ ０ ２１９

Ｐ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注：回归系数为标准回归系数。、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
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其次，将２０１７年政策干预时间的虚拟变量Ｘ２０１７作为政策冲击变量，纳入多
组ＩＴＳ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４中模型（２）所示。Ｘ２０１７的影响系数并不显
著，而ＺＸ２０１７却显著为正，这说明相对于２０１７年以前，只有“财政八项支出”
在２０１７年有水平方向的瞬时增长。而Ｔ和Ｘ２０１７ Ｔ变量的系数不显著，说明对照
组并未受到２０１７年制度改革的影响。但ＺＸ２０１７ Ｔ系数显著为正，可以认为，相
对于２０１７年以前，“财政八项支出”受２０１７年ＧＤＰ核算改革的影响，其右尾
概率的变化趋势发生了显著正向增长。

再次，将Ｘ２０１５和Ｘ２０１７同时纳入基准回归模型中分析多次干预的政策效应，
并纳入不同的控制变量后，两次政策干预的结果如表２中模型（３）和模型
（４）所示。由于ＺＸ２０１５仍然显著为正，说明相对于２０１５年以前，“财政八项支
出”的右尾概率发生了水平的瞬时增长，但ＺＸ２０１７的影响系数不再显著，即相对
于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这一阶段，２０１７年的右尾概率在水平变化上并没有显著变化。
另外，ＺＸ２０１５ Ｔ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与２０１５年以前相比较，“财政八项支
出”的右尾概率变化由减少转为增加。而ＺＸ２０１７ Ｔ的影响系数不再显著，表明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这一阶段变化趋势的基础上，２０１７年以后的右尾概率并没有继续
明显增长。

综上所述，ＧＤＰ核算改革导致了“财政八项支出”的右尾概率ＭＡＤＥＸＰ在
２０１５年以后显著提高，但在２０１７年后不再呈现明显的增长，这形成了“均衡－
间断－均衡”的变化趋势。由此本文认为，我国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７年的两次ＧＤＰ核
算改革共同导致了“财政八项支出”的间断性增长，研究假设Ｈ１ａ得到验证。
２ ． 稳健性检验
（１）变换政策干预间断点。将干预的真正起始点替换为非干预期中的一些

伪起始点后进行测试，如果在伪起始点发现结果变量的水平或趋势存在中断，
那么ＩＴＳ的结果稳健性就会存在问题。从实践来看，我国大多数地方政府“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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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法”的预算编制方法是参考政府前一年的预算进行编制，而预算编制的“两
上两下”的过程使得下级政府大多愿意通过“小修小补”改变预算，从而更好
更快地获得上级政府的审批，导致预算支出产生渐进式影响（姚东等，
２０２０ｂ；於莉、王秋石，２０２１）。为了避免这一因素的影响，本文从２００８年开
始，每隔两年设置了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３年两个新的间断点，结果如表３中的模型
（１）所示。可以看出，ＺＸ２０１０和ＺＸ２０１０ Ｔ的系数都不显著，说明２０１０年这个伪起
始点都没有对“财政八项支出”ＭＡＤ右尾的概率产生影响。ＺＸ２０１３的系数同样
不显著，表示当年也没未发生瞬时效应，而ＺＸ２０１３ Ｔ的系数显著为负，则说明
２０１３年后ＭＡＤ的右尾概率总体上是减少的。结合基准模型的结果，说明“财
政八项支出”的间断变化主要归因于ＧＤＰ核算制度改革。

表３　 稳健性检验结果
被解释
变量

ＭＡＤＥＸＰ ＱＭＡＤ ＵＭＡＤ ＱＭＡＤ ＵＭＡＤ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模型（８）
Ｔ ０ ０２９ － ０ ００３ － １ ７０７ － ０ ０１４

Ｘｔ１ － ０ ０３７ ０ ００２ １０ ２６９ ０ ００３

Ｘｔ１Ｔ － ０ ０３８ ０ ０１３ － ６ ５９９ ０ ０１７

Ｘｔ２ －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１３ １０ ２５１ － ０ ０７４

Ｘｔ２Ｔ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１０ ９ ４２０ ０ ０３７

Ｚ － ０ ４３６ ０ ０４３ ３７ ２４９ ０ ３８９

ＺＴ －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３ － ０ １２１ ０ ００４

ＺＸｔ１ ０ ０２９ ０ ０３７ － ８ ３０６ ０ ０３２

ＺＸｔ１Ｔ ０ ０４６ ０ ０１１ １７ ２９６ ０ ０５

ＺＸｔ２ －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３ － １６ ５３５ ０ ０８１

ＺＸｔ２Ｔ － ０ ０３６ ０ ００１ － ２１ ６６３ － ０ ０７０

常数项 ０ ０７１ ０ １１２ ３０ ８５１ ０ ４３７

ＴＲＥＡＴ Ｘｔ１ － － － － １ １８７ － ０ １２３ －

ＴＲＥＡＴ Ｘｔ１ － － － － － － １ ７９１ － ０ １０４

观测值 ３６ ２７ ４８ ３６ ４８ ４８ ４８ ４８

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Ｐ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注：模型（１）中的Ｘｔ１和Ｘｔ２分别代表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３年两个时间间断点，模型（２）至
模型（８）中的Ｘｔ１和Ｘｔ２分别代表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７年两个时间间断点。、和分别表示相关
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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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缩短样本时间。如图１所示，“财政八项支出”比重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
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由于“财政八项支出”中大部分是非生产性支出，因
此可能是２００８年出台的“４万亿”刺激计划使得地方政府增加生产性支出所导
致。为了避免这一政策产生的影响，缩短样本所跨期间，仅采用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
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回归，如表３模型（２）所示，结果与基准模型结果基本一
致，均表明在２０１５年以后的“财政八项支出”的右尾概率ＭＡＤＥＸＰ显著提高。

（３）替换被解释变量。将每年的ＭＡＤ右尾数量ＱＭＡＤ和每年的ＭＡＤ上限
ＵＭＡＤｍ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替换指标。表３中模型（３）的结果显示，２０１５年虽
然并没有显著增加右尾数量ＱＭＡＤ，但是ＺＸ２０１５ Ｔ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增速在
２０１５年以后正向增长。相对地，ＺＸ２０１７和ＺＸ２０１７ Ｔ的系数为负，说明２０１７年
ＭＡＤ右尾的数量明显减少，其增速也从２０１７年开始由正转负。表３中模型
（４）结果显示，“财政八项支出”的右尾上限ＵＭＡＤ在２０１５年并未受到政策干
预的显著影响，但是在２０１７年虽然其值有所增加。由于ＺＸ２０１５ Ｔ系数不显著，
而ＺＸ２０１７ Ｔ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在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这一时期变化的基础上，２０１７
年以后右尾上限ＵＭＡＤ每年以７％的速度递减。
３ ． 异质性检验
为了检验“财政八项支出”中的经济性、社会性和维持性三类支出是否都

会受到ＧＤＰ核算改革影响而出现间断性变化，本文拟分别将三类支出都纳入多
组ＩＴＳ模型中。但由于维持性支出主要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和公共安全两类，这类
支出缺少合适的对照组，所以，为了保持结果的可比性，本文在异质性检验部
分将采用单组ＩＴＳ模型分别对经济性ＭＡＤＥＸＰｐ、社会性ＭＡＤＥＸＰｓ 和维持性
ＭＡＤＥＸＰｏ三类支出进行检验。已有大量研究认为，单组ＩＴＳ也能得到政策处理
效应的稳健估计（Ｓｈａｄｉａ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白仲林、孙艳华，２０２１）。

表４中模型（１）、模型（２）和模型（３）的结果显示，维持性支出的右尾
概率ＭＡＤＥＸＰｏ 并没有在２０１５年发生显著增长，但在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以每年
１ ９％的正向增长。不过，２０１７年受到第二次ＧＤＰ核算改革的影响，这类支出
的ＭＡＤ右尾概率不增反降，甚至在此之后还以每年１ ８％的速度逐年减少。社
会性支出的右尾概率ＭＡＤＥＸＰｓ仅在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７年当期受到瞬时影响。尽管
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７年两次ＧＤＰ核算改革对维持性和社会性支出的影响由正转负，
但总体上看仍表现出了“均衡－间断－均衡”的变化趋势，属于间断性变化。
然而，在５％显著性水平下，经济性支出的右尾概率ＭＡＤＥＸＰｐ 不仅受到２０１５
年ＧＤＰ核算修订的正向影响，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也以每年０ ７％的速度逐年递增，
不过２０１７年的瞬时效应和２０１７年以后的趋势性变化却不再显著，说明经济性
支出的ＭＡＤ右尾概率并未在２０１７年以后发生明显下降。横向比较来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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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八项支出”中，影响经济性支出ＭＡＤ右尾概率的Ｘ２０１５这一变量的系数最
大，且在２０１７年并没有显著减少，可见这一类支出受到政策干预的间断性影响
最大。

表４　 异质性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变量 ＭＡＤＥＸＰｏ模型（１） ＭＡＤＥＸＰｓ模型（２） ＭＡＤＥＸＰｐ模型（３）

Ｔ －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３

Ｘ２０１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７

Ｘ２０１５ Ｔ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７

Ｘ２０１７ － ０ ０２０ －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０６

Ｘ２０１７ Ｔ － ０ ０１８ －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７

常数项 ０ ０７４ － ０ ２０１ ０ ０４５

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观测值 １２ １２ １２

Ｐ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注：、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ＧＤＰ核算改革导致“财政八项支出”间断变化的作用机制检验
考虑到国家分别在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７年实施了两次ＧＤＰ核算改革，为了分析

三种类型“财政八项支出”的作用机制，本文检验了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
２０１９年、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三个时期财政分权对经济性、社会性和维持性支出的影
响，以揭示作用机制，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中模型（１）、模型（２）和模型（３）的结果显示了ＧＤＰ核算改革前财
政分权对三类支出比重的影响。在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当地级市政府财政支
出分权Ｌ ＤＥＸＰ增加１个单位时①，“财政八项支出”中社会性支出的比重将会
下降１２％。同时，在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下，经济性和维持性支出会分别下
降３ ２％和８ ８％。这表明，在２０１５年ＧＤＰ核算改革前，当财政支出分权增加
时，地级市政府倾向更大幅度地减少当地的公共服务投入和维持性支出，缩减
经济建设等投资支出的意愿相对较小，表现出明显的生产性支出偏向。

表５中模型（４）、模型（５）、模型（６）的结果显示了２０１５年ＧＤＰ核算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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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通过内生性检验发现，在５％显著性水平下，财政收入分权指标的影响不显著，因此
本文重点关注财政支出分权指标Ｌ ＤＥＸＰ的影响。



革后财政分权对三类支出比重的影响。在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间，财政支出分权对三
类“财政八项支出”的负向作用被不同程度地抵消，即Ｌ ＤＥＸＰ指标的影响全都
显著性减弱，说明ＧＤＰ核算改革对三类支出产生的都是正向作用。

表５模型（７）、模型（８）、模型（９）的结果显示了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间财政
分权对三类支出比重的影响。在这一时期，财政分权对维持性和社会性支出的
负向影响不再显著，这表明ＧＤＰ核算改革克服了与原有“生产性支出偏向”的
制度惯性。然而，对于经济性支出而言，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财政分权对经济性
支出的影响是负向的。而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影响由负转正，这说明ＧＤＰ核算改革对
经济性支出产生了正向的作用力，并非是“抵消”原有的制度惯性，反而是两
者产生了“叠加”效应。

表５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维持性
支出
ＥＸＰｏ

社会性
支出
ＥＸＰｓ

经济性
支出
ＥＸＰｐ

维持性
支出
ＥＸＰｏ

社会性
支出
ＥＸＰｓ

经济性
支出
ＥＸＰｐ

维持性
支出
ＥＸＰｏ

社会性
支出
ＥＸＰｓ

经济性
支出
ＥＸＰｐ

时间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７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模型（８） 模型（９）
Ｌ ＤＥＸＰ － ０ ０８８ － ０ １２０ － ０ ０３２ － ０ ０６３ － ０ ０８５ ０ １０３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６５ ０ ２１９

Ｌ ＤＲＥＶ ０ ０５２ － ０ ０１５ ０ １１３ ０ ０７２ － ０ ０１４ ０ ０５５ ０ ０９０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３１

ＬＧＤＰＺ ０ ０２６ ０ ０６６ ０ ０１３ － ０ ０３４ － ０ ０８１ ０ １７０ ０ ０１５ ０ ０３７ ０ ０６５

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时间固定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城市固定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省份固定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ＡｄｊＲ２ ０ ４９８ ０ ７３２ ０ ８５３ ０ ７７３ ０ ７６３ ０ ７８９ ０ ８３５ ０ ８３２ ０ ７９５

Ｐ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３７

观测值 １６５０ １６５０ １６５０ １１８３ １１８３ １１８３ ７１１ ７１１ ７１１

注：、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以上研究发现与间断－均衡理论提出的外部冲击克服制度惯性才会产生间
断变化的观点正好相反。本文认为，这是“财政八项支出”中的经济性支出同
时具备“生产性支出”与“核算支出”两种属性所导致的。２０１５年之前，“财
政八项支出”本身虽然不直接影响ＧＤＰ核算，但地方政府只要增加其中的经济
性支出，就可以发挥拉动制造业和建筑业发展的作用，做大第二产业的增加值。
２０１５年我国ＧＤＰ核算改革后，“财政八项支出”作为非营利性服务业增加值被
纳入ＧＤＰ核算，成为“核算支出”，地方政府增加“财政八项支出”就能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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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核算的ＧＤＰ数值变大。这就解释了“财政八项支出”中的经济性支出为何
会受到“生产性支出偏向”的制度惯性和ＧＤＰ核算改革冲击的同方向作用。
“生产性支出偏向”是地方政府为做大制造业和建筑业增加值而增加“财政八项
支出”中经济性支出的一贯行为偏好，这是制度惯性。ＧＤＰ核算改革后，为增
加ＧＤＰ的核算值，地方政府也会增加“财政八项支出”中的经济性支出，这是
ＧＤＰ核算改革产生的冲击，与制度惯性的作用方向相同。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间断－均衡理论，以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我国２３７个地级市作为样本，
实证检验了我国ＧＤＰ核算改革对地方“财政八项支出”间断变化的影响效应及
其作用机制，相关的实证工作及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我国地方“财政八项支出”呈现出“均衡－间断－均衡”的间断性
增长特征。Ｌ － Ｋ值能够比较稳健地测量预算变化的“尖峰分布”，但出现“尖
峰分布”并不一定代表“厚尾”变化，ＭＡＤ方法可以更加准确地测量出间断变
化的关键特征———“厚尾”概率的提高。本文采用ＭＡＤ方法计算了２３７个地级
市“财政八项支出”比重变化率的间断性，整体上呈现出“均衡－间断－均
衡”的变化特征。

第二，ＧＤＰ核算改革作为重要的政策冲击导致了地方财政支出的间断性增
长。以“财政八项支出”的ＭＡＤ右尾概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利用多组中断时间
序列（ＩＴＳ）模型检验发现，受到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７年两次ＧＤＰ核算改革的影响，
“财政八项支出”呈现出在短暂、显著地提高之后发生缩减的趋势。

第三，经济性支出受到ＧＤＰ核算改革的影响最大。采用单组中断时间序列
（ＩＴＳ）模型分别对“财政八项支出”中的经济性、社会性和维持性三类支出
ＭＡＤ右尾概率进行了分析与比较，发现经济性支出的间断性增长变化最为突
出，并且回归均衡的速度也远小于其他两类支出。

第四，ＧＤＰ核算改革的冲击既能克服“生产性支出偏向”的制度惯性，两
者也会对地方财政支出产生“叠加”效应。通过作用机制的检验发现，对于
“财政八项支出”中的社会性和维持性支出，ＧＤＰ核算改革克服了地方政府
“生产性支出偏向”这一制度惯性；而对于“财政八项支出”中的经济性支出，
改革的冲击效应与制度惯性的作用方向相同，导致其在三类支出中所发生的间
断性增长变化程度最大。

以上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启示。近１０年来，中央对地方官员考核导向的不
断科学化和新发展理念这一大政方针的确立，是为了引导地方政府将决策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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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分配转向民生领域，扭转长期以来地方官员因唯ＧＤＰ考核所导致的以做大
ＧＤＰ为目标的财政支出模式。然而，本文研究却表明，虽然国家不断在调整对
地方官员的考核导向，纠正地方政府唯ＧＤＰ的发展理念和模式，但地方政府一
味把ＧＤＰ做大的内在动力却非常强大，偏好于生产性支出的惯性发展模式并没
有随着新发展理念的确立而得到完全扭转。

要使新发展理念真正得到贯彻落实，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建立
和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削弱地方政府追求唯ＧＤＰ发展模式的内在动力。具体
建议如下。

首先，不断推动财税体制改革，厘清中央和地方政府、省本级和市县级政
府的财政体制，通过进一步完善政府间的收入划分方案，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
两个积极性。同时，应当在积极推动制定政府间财政关系基本法律的基础上，
结合收入划分和转移支付结构优化，根据２０２２年６月国务院颁发的《关于进一
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以解决基层财政困难为重点目
标，加快确定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使得基层政府承担的事权和
支出负担更加合理，以弱化其重生产性支出，轻民生支出的动力。

其次，按照新发展理念的要求，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宗旨，完善地方政府
官员的绩效考核机制，兼顾经济社会短期发展目标和长期可持续目标。同时，
通过对各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进行科学量化的绩效评价，并建立公共服务的居
民参与监督机制，将对地方官员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与公众满意度有机结合，
提高地方政府重视公共服务的动力。

最后，为了促进地方政府预算过程的规范化，同时有效激励地方政府切实
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应当将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
要求地方应当根据居民需求、公共服务供给成本差异和财政承受能力等因素，
因地制宜地动态制定和调整地方标准，推进财政支出标准化。同时，还需要强
化预算绩效评价结果在标准制定工作中的应用，进一步提升财政标准化工作的
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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